团队网络结构、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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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法，以124个制造业生产团队为研究对象，对团队网络结构、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工具性网络强度与情感性网络强度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网络的非中心度对交互记忆系统有积极影响；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受到任务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网络结构；交互记忆系统；任务不确定性；团队绩效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Network Structur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Team Performance

ZHANG Qian, LIU Renjing, LI Genq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049)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team network structur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team performance. Results show that network density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among team number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s well as decentralization degree of instrumental and expressive network. The impact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team performance is positive and moderated by task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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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以团队为基础运营单元的组织形式，开展实际生产活动。这些团队通常在动态环境下运行，在完成工作任务时，需要团队成员相互协作，分享与整合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因此，在团队运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充分使用团队知识资源，会对其绩效水平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团队知识资源的利用能力不同，经常会出现成员配置相似的团队，绩效产出却大相径庭的情况。因此，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团队成员间如何进行信息处理，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行为，并产出高水平绩效，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基于“认知—行为”视角，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理论对团队信息处理过程与知识协调方式做出了解释。

交互记忆系统是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彼此依赖的, 用以编码、储存和提取不同领域知识的合作性分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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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拥有高水平交互记忆系统的团队，成员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分配，合理安排任务责任，提高协作水平
 ADDIN EN.CITE 
[3]
。与已往关注团队成员共享知识水平的团队认知概念（如团队心智模型）相比，交互记忆系统体现了分工与协作的思想，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享、转移和创造行为的原因。已往研究表明，团队成员间的沟通行为是影响交互记忆系统产生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团队成员在工作中通过相互沟通，能够促进团队知识共享与传播，并创造更多的集体知识，使团队成员间能够有效识别与使用团队中的知识，从而提升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水平。然而，已往研究主要关注成员间沟通频率以及沟通方式（面对面/虚拟沟通）对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4[]
，缺乏有关团队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交互记忆系统的研究。而团队社会网络结构反映了成员间如何交换信息、交换怎样的信息等行为特点。成员间基于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沟通行为会对成员认知水平、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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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此，团队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水平，进而影响团队绩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从社会关系的类型与社会网络结构两方面出发，考察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网络的交互强度与交互结构对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团队社会网络

（1）社会关系的类型。基于关系内容的角度，现有研究将团队成员间社会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与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两类。工具性关系是在工作场合中，成员间伴随正式的工作关系而产生的联系，是与工作相关信息的传播途径6[]
。当团队成员在完成团队任务的过程中，需要向其他成员咨询任务相关的信息或建议时，会使用工具性关系。

情感性关系是人们之间进行情感交换以满足个人关心和社会支持而产生的关系7[]
。情感性关系具有情感亲密性、感知相似性等特征8[]
。由于这些特征，情感性关系被认为与团队承诺、情感依附等现象有重要联系9[]
。

（2）社会网络的结构。团队社会网络结构是团队成员间关系的数量、质量以及成员间互动模式的表征10[]
。团队社会网络结构对于成员间如何传递信息、传递怎样的信息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存在多种网络结构的测度方法。本研究选用最常用的两个指标，即网络密度和网络非中心化程度对团队社会网络的结构进行度量。

网络密度指团队成员之间可以利用的关系连接数量。网络的连接数量决定了团队成员可以被传递和转移的信息的数量。因此，网络密度代表了团队成员间的社会互动程度。网络非中心化程度是对于团队成员互动结构的度量，互动结构直接影响团队中的信息分配情况。在非中心化程度低的团队中，大部分信息主要通过团队中的位于中心位置的成员传递，这名团队成员作为团队的核心，决定在团队内部如何进行信息分配。而在非中心化程度高的团队中，不存在少数核心成员控制信息的情况，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加平均。
2.2交互记忆系统

交互记忆系统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关于谁知道什么的集体意识，以及成员间与这种意识产生与发展相关的交互过程11[]
。根据交互记忆理论，一个工作团队或组织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相互交流进行编码、存储、检索、应用知识的交互记忆系统12[]
。在团队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成员对于个人拥有的知识和团队中其他成员拥有的知识产生更明确的集体意识，减轻了单个成员的认知负荷，获得远多于个人单独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进而提高团队的信息处理能力与绩效水平13[]
。

已往关于交互记忆系统的研究主要从团队成员个人特点和团队层面两个角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成员个人特点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人格特点、领导行为等影响因素14[]
。团队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成员间熟悉程度、沟通频率与沟通形式等方面。其中，成员间的沟通形为是交互记忆系统产生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Hollingshead(2003)等人的研究表明沟通有助于成员克服刻板印象，对彼此专长产生更准确的认识15[]
。Lewis(2004)认为群体讨论能够为成员提供讨论与展示自身才能的机会，这有助于更准确地确定哪位成员是特定领域中的专家。因此，成员间沟通频率有助于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能够对团队成员学习效果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
2.3团队社会网络与交互记忆系统

团队社会网络能够对于团队成员间信息交流，以及相互支持性行为的产生有重要影响。随着互动行为的增多，成员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增加，对彼此专业化才能的认知变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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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关系被看作是进行与工作相关的信息与知识交流的渠道。拥有强工具性关系的团队，倾向于更多地交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因而，工具性关系能够修正团队成员对于其他成员自身想法、行为、期望的预测，提高协作与沟通效果，有效促进知识共享行为。此外，处于强工具性关系网络中的团队成员有寻求工作建议的愿望。有关工作内容的频繁沟通有助于对其他成员的知识形成更准确的理解，从而减少成员间相互的误解，提高团队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团队工具性沟通网络强度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

强的情感性关系主要由人们过往社交活动产生。拥有强情感性关系的团队，在工作时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积极情绪，并形成更好的情感联系与亲密性，因此更愿意为其他成员提供帮助与支持。由于基于情感性关系的交互行为更为密切，在交流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时，情感性关系能够成为成员间更好进行隐性知识的共享的渠道17[]
。在拥有高情感性关系的团队成员间，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内隐的协调机制，能够对他人活动做出正确预测，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拥有情感性关系的团队，嵌入在情感性关系中的亲密性以及对于团队成员利他性行为的预期能够使团队成员形成共同的理解、明晰的交流并更容易接受他人观点8[]
。强情感性关系能够催生出彼此十分信任的团队氛围，促使团队成员分享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专长。如果情感性关系较弱，或者根本没有情感性关系，无论团队成员是否有能力完成任务，他们都很可能不愿意进行与任务相关的交流18[]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团队情感性沟通网络强度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

团队的中心化程度越高，对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虽然在群体中采用中心度高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信息传播速度，但是当团队面临复杂任务时，位于团队中心位置的成员往往不可能具有完成团队任务所需的全部知识，会影响团队的信息分配过程的效率，甚至出现阻碍群体信息共享的行为。而且，处于中心位置的成员可能会对其传递的信息进行曲解19[]
，信息传递中产生的偏差会对团队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中心化的任务关系使边缘人员产生依赖性，降低这些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成员交互网络非中心化程度高的团队，成员间互动更为密切，因而在完成团队任务时，团队成员会积极参与，基于自身专业视角贡献大量的知识，这种有效的知识共享行为能够使团队成员对整体任务环境有充分的认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各抒己见，多观点的碰撞往往能产生更适宜的解决方案，形成更好的团队决策效果。综上可见，网络非中心化程度高的团队可以产生更好的交互记忆系统，提高团队成员协作水平，避免出现信息冗余、行为冗余和竞争性行为的发生20[]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团队工具性沟通网络非中心度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

H4：团队情感性沟通网络非中心度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

2.4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

已往研究认为，团队成员间关于谁擅长于什么的知识，与团队效能有正向联系。知晓团队内部专家位置对于团队的绩效有正向影响。因此，拥有高水平交互记忆系统的团队会更有效地完成团队目标。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水平与新产品开发、团队决策质量、消费者服务质量等形式的团队绩效有正向关系21[]
。可见，良好的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够使得团队成员快速检索并利用团队内的现有知识，改善团队信息处理与整合能力，影响成员对于其他成员能力的感知有用性，从而提高团队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有正向影响

2.5任务不确定性对交互记忆系统和团队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任务不确定性指团队任务的难度。不确定性高的任务往往是非常规且结构混乱的，这类任务并无惯例可循，所需的知识体系难以清晰界定，在完成任务时需要团队成员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沟通和协调。当团队面临不确定性高的任务时，团队成员需要及时和恰当地沟通信息，公开交流自己对于任务的看法，避免在任务分工后产生冲突，并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公开，避免团队中出现重复性的工作。Lewis和Herndon (2011)认为，对于不能进行分工或者只需要很少的专业化知识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不大。而对于需要执行复杂任务且团队成员有共同目标的团队，团队成员在完成任务时需要大量的信息交互与知识共享，交互记忆系统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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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任务不确定性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任务复杂性越高，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image: image33.jpg]LA AT
i 3 }: " X
A HAL R Hs-L»' B S
i ,>(—J

LR 0 e

L )




图1 概念模型
3研究方法

3.1样本及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取我国西部某大型国有企业中的生产团队作为研究对象。在开展问卷调研前，研究人员首先与公司高层领导进行多次沟通，以获得问卷调研方面的支持。其次，为了方便团队成员填写团队社会网络的测量题项，本研究在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获得了调研团队成员名单。

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由团队主管领导将团队成员召集至会议室中，在研究人员对研究目的及填写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后，进行问卷填写与回收。共发放问卷给150个团队， 610名员工，在对回收的问题进行编码，并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的团队样本124个，共498名员工，团队层面有效回收率84%。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明，男性占53.4%，女性占46.6%；员工年龄以35-45岁最多，占35.1%；70.2%的员工拥有10年以上工龄；员工学历以本、专科为主，占78.3%；团队规模最少为3人，最多为8人，平均规模为4.02人。

3.2变量测量

各变量测量量表均来源于现有英文文献中使用的成熟量表，并邀请2位管理学博士对量表进行正译和反译。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
团队成员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的测量采用Manev和Stevenson的量表7[]
，在对团队成员进行分数测量后，采用Rulke和Galaskiewicz使用的团队网络结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团队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的网络强度与网络非中心度23[]
。网络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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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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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团队L的网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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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表示团队L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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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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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关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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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团队成员总数。
网络非中心度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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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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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团队L的网络非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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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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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队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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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团队成员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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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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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团队成员总数。
交互记忆系统的测量采用Lewis开发的量表24[]
，对专长性、可信性、协调性三个维度的交互记忆系统强度进行测量，包括15个测量题项。任务不确定性的测量采用Van de Ven和Delbecq的量表25[]
，包括3个测量题项
为了有效降低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影响，团队绩效水平的量表由团队主管领导进行填写。团队绩效的测量采用De Jong et al.的量表26[]
，包括3个题项。
已往研究表明，团队规模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强度和绩效水平具有影响作用，本研究将团队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团队成员人数作为团队规模的测量。

4数据分析与结果

4.1团队层面数据聚合检验

由于本研究关注团队层面，因此，需要将个体层面数据聚合为团队层面数据，并对数据聚合的一致性进行检验。经计算得到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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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例为：交互记忆系统0.862，90.4%；任务不确定性：0.845，91.8%。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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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0.7的要求27[]
。经计算得到交互记忆系统的ICC(1)、ICC(2)值分别为0.254、0.836；任务不确定性的ICC(1)、ICC(2)值分别为0.380，0.648，满足ICC(1)大于0.12、ICC(2)大于0.60的判定标准28[]
，检验结果说明数据符合进行团队层面整合的判定标准。

4.2信度、效度分析

在信度、效度分析方面，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image: image18.wmf]a

系数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累积解释量均大于5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1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Cronbach’s 
[image: image19.wmf]a


	累积方差解释量

	交互记忆系统
	0.869
	0.568

	任务不确定性
	0.878
	0.805

	团队绩效
	0.903
	0.836


4.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理论模型涉及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工具性网络强度
	0.70
	0.13
	1
	
	
	
	
	
	
	

	2
	情感性网络强度
	0.64
	0.14
	0.49**
	1
	
	
	
	
	
	

	3
	工具性网络非中心度
	0.54
	0.16
	0.59**
	0.47**
	1
	
	
	
	
	

	4
	情感性网络非中心度
	0.52
	0.19
	0.48**
	0.66**
	0.54**
	1
	
	
	
	

	5
	交互记忆系统
	5.35
	0.65
	0.54**
	0.54**
	0.54**
	0.55**
	1
	.
	
	

	6
	团队规模
	4.02
	0.86
	-0.02
	0.15
	-0.08
	0.17
	0.05
	1
	
	

	7
	任务不确定性
	5.38
	1.09
	0.11
	0.36**
	0.12
	0.42**
	0.30**
	0.34**
	1
	

	8
	团队绩效
	5.34
	1.01
	0.50**
	0.40**
	0.37**
	0.38**
	0.53**
	0.08
	0.11
	1


注：N=124；**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均为双尾检验。
表3 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OLS回归结果
	变量
	交互记忆系统
	团队绩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变量
	
	
	
	

	团队规模
	0.009
	0.055
	0.089
	0.094

	自变量
	
	
	
	

	工具性网络强度
	    0.232**
	0.291*
	0.273*
	0.287*

	情感性网络强度
	0.200**
	0.064
	0.083
	0.062

	工具性网络非中心度
	0.195*
	-0.012
	-0.026
	-0.057

	情感性网络非中心度
	0.200*
	0.024
	0.066
	0.075

	交互记忆系统
	
	0.264**
	0.288**
	0.285**

	调节变量
	
	
	
	

	任务不确定性
	
	
	-0.136
	-0.134

	交互项
	
	
	
	

	交互记忆系统(任务不确定性
	
	
	
	-0.161**

	R2
	0.449
	0.291
	0.305
	0.329

	F
	19.528
	8.158
	7.382
	7.183


5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OLS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考察了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以及残差分布情况，整体结果通过检验。多组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3所示。
5.1团队社会网络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H1—H4，以交互记忆系统为因变量，将工具性网络强度、情感性网络强度、工具性网络非中心度、情感性网络非中心度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交互强度方面，工具性社会网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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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网络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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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互记忆系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H2得到验证。交互结构方面，工具性网络非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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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网络非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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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交互记忆系统具有积极的影响，H3、H4得到验证。
5.2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H5，以团队绩效为因变量，将交互记忆系统放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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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得到验证。
5.3任务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H6，使用调节回归分析。先将任务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模型3），再将交互记忆系统与任务不确定性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交互记忆系统与任务不确定性的乘积项系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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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任务不确定性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图2显示了调节作用的模式。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高任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要强于低任务不确定性环境。因此，H6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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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任务不确定性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6结论与讨论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团队成员社会网络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团队成员交互强度对于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强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均有助于团队成员对谁擅长于什么形成精确的认识。工具性关系能够为团队成员提供多样化的与工作相关的知识，情感性关系能够为团队成员间提供相互支持感，促进彼此信任的产生，在工作过程中提高使用与协调彼此的专长的效率，对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有正向影响。

团队成员交互结构对于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影响。在非中心度高的网络结构下，能够促进更多的团队成员进行交流与协作，为成员展示其专长提供更多的机会，增强了团队成员对彼此专长的信任，提高成员间责任分配和信息检索的效率，为团队决策提供更多样化的知识，提高团队决策质量，进而提高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水平。
任务不确定性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间起调节作用。复杂的任务需要团队成员间进行更多的沟通与互动，完成高质量的相互协作与信息共享，此时高水平的交互记忆系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任务相对简单，团队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进行计划，协作的重要性就降低，团队成员不需要非常高的交互记忆系统就可以达到任务要求。因此，任务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更大。
6.2管理启示

本研究对于企业管理实践有如下重要启示：首先，本研究证实了团队成员间交互强度的重要性。在实际生产活动中，管理者应该从个人信息交互的角度进行团队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团队成员间进行工具性和情感性交互的机会，以提高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水平。如定期召开正式的工作会议，有利于成员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彼此交流关于工作的相关信息与知识，能够增强工具性网络强度。此外，管理者还可以为员工组织工作外的集体娱乐休闲活动，如团队聚餐、野营、疗养等，以提高团队成员间的情感性网络强度。

其次，本研究表明成员交互结构对团队绩效有重要影响，非中心化水平高的团队绩效更高。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团队领导能够对团队的信息交流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团队的领导需要考虑如何根据团队成员特征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鼓励更多的团队成员参与到团队决策过程中，促进成员间信息交流与分配，以增强团队的交互记忆系统水平。

最后，由于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间关系受到任务复杂性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进行团队设计时，要根据不同的任务特点调整团队运行机制。当需要完成任务目标相对统一、任务程序化水平高（如普通生产小组）时，可以考虑通过共同培训使团队成员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增强交互记忆系统水平。当面对的任务目标相对多元、任务程序化水平低（如研发小组）时，则应更多鼓励团队成员通过与其他成员交流进行学习，以提高团队协作水平，促进交互记忆系统的发展。
6.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之处。首先，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是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而本研究只收集了截面数据。未来的研究可针对不同社会网络类型对于交互记忆系统产生与发展的影响进行纵向追踪研究。其次，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来源于一家企业，因此其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其他环境下团队成员社会网络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最后，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包括信息编码、信息存储、信息检索等多个信息处理过程，未来的研究可以对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不同交互过程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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